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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个结构甚至也以体制形式被确立。以社会学为例，在
各大学的课程体系中，涉及学科理论和社会思想的课程主
要有“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些大学
也同时开设“西方社会思想史”）。
②在今天被翻译介绍进来的各种知识文本中，不仅美国与
欧洲的英、法、德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传统很难用西方
来归纳定义，其他来自日本、印度等亚洲各国以及东欧、
拉美等国的学术研究，更不能被归入“西方”范畴。有意
思的是，今天我们翻译进来的知识文本中，有一些其实是
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所生产的。
③1985年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Skocpol， 
Theda 等共同编著出版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一书。
④这几类变化在这里仅为概约式分类，在一些国家，政治
体制转变、民主化、市场化、社会转型以及公民社会的兴
起等的过程是重叠发生的。
⑤当然，新的理论范式的形成和传播需要时间，也需要相
关的学术条件及各种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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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环境社会学或环境社会科学研究的同行，或多或
少都会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获得环境污
染情况的数据？如何判别一些基本的环境事实？环境社会
学研究者通常期待物质形态的环境已经明朗，然后从容地
去进行“社会事实”的收集与分析。但现实的研究往往并

不理想，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所面对的污染场景并不总是
清晰。典型的如“癌症村”主题的研究，我们所期待的污
染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环境科学与医学研究并未提供令人
满意的答案 [1]，社会学因此很难开展纯粹的“社会事实”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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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阿江

技术手段如何拓展环境社会学研究①

内容摘要 对环境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时，通常会遭遇如何判别环境事实的困境。以水质检测仪使用为例，
技术手段可以帮助研究者：明晰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发现现实中存在的、但传统的方法难以发现的问题；
与访谈、问卷、观察等方法结合使用，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研究主题。从学科史看，社会学正是在学
习、借鉴其他学科知识、方法的过程中诞生、发展和成熟的；“高科技”不断地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现实
与当代社会科学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使环境社会学研究采用适宜的技术手段成为可能和必然。
关 键 词 环境社会学 研究方法 技术手段 水质检测仪 社会科学
作  者 陈阿江，江苏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培育点长三角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村民环境行为与农村面源污染研究”（12BSH021）、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项目“农村面源污染的测度”（2013B1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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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学研究课题面对物质形态和环境事实不清时，
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

第一种可能的策略是组建跨学科团队。邀请其他学
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一起参加。但社会科学研究
课题的经费少、“技术含量”低，在目前自然科学具有明
显“话语”优势的背景下，自然科学家充当社会科学研究
团队配角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种可能的策略是“悬置”物质形态的环境事实，
做纯粹的社会建构的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许多环
境问题本身充满争议。从这样的理论出发“悬置”环境事
实，即研究者抛开环境事实的真实状态，就环境意识、环
境关切话题等进行研究，而不对被访者所处环境的实际状
态予以刻意关注，从而巧妙地避开了硬技术瓶颈，充分发
挥了社会学的优势，且可能会提供有意义的社会学发现。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社会学题材都可以使用此方
法，因此它使用的范围有限；而且如果确实存在事实不清
的情况，不免让人感觉研究的缺憾。

第三种可能的策略是借用技术手段拓展传统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虽然环境社会学的某些领域可以撇开环境
的物质状态，以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进行研究，但还是有
大量的研究主题需要了解环境的物质状态。比如，在水
污染的环境抗争事件中，我们只有对某事件所产生的污
染状态有所了解，才有可能了解水污染对农业生产、渔
业生产以及居民健康产生的影响，才有可能对居民的抗
争行为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社会学研究团队可以添置某些技术检测设备，其成
员可以适当学习一些环境科学方面的测量技术，使环境
社会学研究团队朝多学科化发展，这是一种可能的也是
可行的策略。

笔者根据多年来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探
索，结合课题的实际研究，拟就第三种可能的研究策略
陈述自己的理解。本文主要是“村民环境行为与农村面
源污染研究”（以下简称“面源污染”），课题组对太湖
流域、巢湖流域及南京市外秦淮河有关面源污染问题的
探索性研究，采用四参数水质分析仪②，以尽可能多地
了解水体是否污染、污染的程度以及可能的污染来源等
问题；在使用检测仪、分析水样、研判污染状况时，逐
渐领会技术测量与社会学常用的访谈、问卷、观察等方
法的关系。

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困境

以水污染的社会学研究为例，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所遭
遇的困难可以归纳如下。

对水况真实状态缺乏了解，这往往成为从事水环境社
会学研究的“短板”。2004~2005 年笔者在做水污染研究

时，经常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水域到底有没有污染？污染
到底有多严重？居民看见河水“色彩斑斓”、有异味，而
企业主、有关部门却说水是达标的，而且往往有“科学”
数据支撑！ 10 多年前的研究状态是，有关水质的测量比
较少，少量的水质测量数据又大多是保密的。

在无法获得技术测量数据的背景下，笔者只好退回常
识理性。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出发，设定“社会指标”系列
来判别水质情况。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如果
细化的、量化的数据不能真实地说明、反映其对象，那不
妨用以常识为基础的社会指标进行基本的判别。当时设定
的水质的社会判别指标系列依次为：（1）可以饮用；（2）
不可以饮用，但可以洗涤；（3）不可以淘米洗菜；（4）鱼
等水产有怪味；（5）可以洗拖把；（6）连拖把也不能洗。
看水质好不好，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主要辨别它能不能
喝、能不能洗涤，如果这个水脏得连拖把都不能洗的话，
肯定是很糟糕的状态。[2] 显然这是一个很无奈的水况判别
办法，因为没有可靠的数据，只能进行大致的方向性判
别。若今天还是以“能不能洗拖把”作为水质衡量标准
的话，其局限显而易见。时至今日，像 COD、氨氮等水
质测量指标的使用已很普遍，环境社会学研究显然也需
要跟进。

另一个困难是，有数据但难辨其真伪。2009 年，我
们做淮河流域水污染调研，到了淮河的某闸，负责人提供
了水质数据，我们如获珍宝，感觉可以进行一些具体的研
究了。第二天再去附近的水文站兼水质检测站查看实测数
据。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却不愿意给我们看，后来在我们

“软磨硬泡”一再坚持下，同意我们看实测数据。但我们
很快发现实测数据与公布数据是不一致的。询问后才得
知，“公布数据”与“实测数据”是两套数据。这样，在
我们自己没有条件、没有能力进行判别的情况下，就不敢
轻易使用数据。这个情况很像经济领域中的报表数据，有
些经济数据不是自下而上汇总形成的，而是自上而下经过

“要求”汇总得来的。所以，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不会单一
地去使用统计数据。行家用数据各有妙招，有的有自己专
门的数据来源，有的有自己的“调研基地”。通过局部但
是可靠的数据或经验调查与宏观数据作比对，也是一种办
法。陆学艺先生的农村政策研究，一方面善用宏观数据，
另一方面常以经验研究的数据或事实进行核实、比对。比
如陆先生在 1958 年开门办学时去过北京郊区大兴县的芦
城农村，以后常去芦城，成为他“研究、解剖农村的第一
麻雀，是我观察农村运行、政策臧否的一个窗口”[3]。

与上述相似的再一个情况是，环境社会学研究中数据
多、碎片化，且不同出处的数据相互矛盾，使研究找不到
着力点。比如，关于流域面源污染的数据，存在不同出处
的数据相互矛盾的情况。国内关于面源污染的科技类的课
题包括一些重大项目，国家已经投放了大量资金，本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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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基本数据，如面源污染来源的方向、比
例等；像进入太湖和巢湖的污染物质中，来自农业的污染
和生活的污染，到底哪个占比大，大概比例是多少？然
而，一方面国家投入的公共财政，即使不涉及保密和知识
产权的情况下，也很难实行真正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
虽然有的课题资金投入很大，但钱多并不表示课题一定能
提供高质量的数据。

笔者认为，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
需要综合分析的问题。早些年，环境污染刚刚出现时，一
些企业、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不愿意承认污染事实，愿意把

“有污染”说成“没有污染”。最近一个时期，又出现了一
些新的动向，喜欢见到什么都冠之以“污染”之名称。笔
者注意到一些接受环境教育的人，进村看到几个塑料瓶和
塑料袋，就说污染；看到水塘掉落有枯枝、长着杂草又说
污染⋯⋯因此，判别什么是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它
既涉及某种物质的绝对量的问题，也涉及在一个什么样的
情形下，从什么角度辩证地去理解环境问题。比如，某些
地方要求河流清澈不能有杂草，达到某类水的标准。从水
产养殖的角度看，河水有一定的“肥度”、适度的“杂草
丛生”，是鱼类生长所必须的；河水绝对干净，从卫生的
角度当然是好的；但从生态角度看似无必要，而且经济代
价也太大。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尝试由环境社会学研究团队进行
一些水质检测活动，作为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对环境事实了
解的一种补充手段，期望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所拓展。

水质测量如何帮助拓展环境社会学研究

2013 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购买了一款四参数水质测
定仪，用比色法可以快速检测水的浊度、COD、氨氮和
磷四个常用指标。作为研究的一个辅助手段，我们把水质
检测与社会学研究中的观察、访谈及问卷调查结合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拓展了研究者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有助于
研究的深化。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帮助研究者明确方向与主题

利用实际测量所得的水质数据，在错综复杂的表象中
明确研究方向，再有目的地研读文献和数据，找到研究的
真问题。

巢湖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体蓝藻频发。如前所述，
我们所能得到的数据很难帮助我们理解农业及农村生活污
染对巢湖水体的影响程度。巢湖水中的营养物质主要有三
方面的来源。一是农业生产，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
业方面，由于农田中的肥料没有或没有来得及吸收而随流
水进入河道、最终进入湖泊。养殖业方面，养殖户没有有
效利用粪肥，致使部分或大部分粪肥进入湖泊。二是城乡
居民生活。早些年，人粪尿是一种稀缺的肥料，被有效利

用起来。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用抽水马桶，
加之化肥使用的便利，人粪尿使用率日益下降。城镇污水
处理的不完善，使大量生活污水最后进入河流、湖泊。三
是工业企业的污染，如造纸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生产过程
排放的污水中也含氮、磷等营养物质。由于巢湖流域面积
很大，排放污染的行业、主体非常多，实际情况非常复
杂。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望大致知道哪些行业或哪些部
门是污染的主要排放者，贡献率大概是多少？

比如，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和工业企业对巢湖营
养物质的贡献大概是怎样的？通过对搜寻到的文献进行比
对，我们发现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对湖泊的氮、磷贡献情
况并不清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或说法是，化肥的流
失率高达 1/3，中国农业的化肥流失率更高，直接或暗含
的说法是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很低，不懂科学种田，滥用
化肥的倾向严重。然而，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在农村的实地
调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询问农民化肥是否
会流失时，农民会反问调查者：化肥是用钱买来的，你说
会让它随意流走吗？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种田
农民的受教育年限比较少，但种田农民大多是中老年农
民，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经验
的实践活动，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只有与农业生产实践
有机结合，才是有效的。我们后续的调查显示，有老农种
田的亩均化肥使用量及千斤粮的化肥使用量，比那些看来
有较多科技支撑的种田大户用量要少一些。这些调查情况
表明，实际的情况可能比坐在办公室里设想或简单引用别
人的数据更为复杂。

2013 年 11 月环巢湖的水质测量研究，为我们理解巢
湖整体污染状态提供了一个相对明晰的方向。通常认为，
农田里的水比较“脏”，按照从农田→水沟→河流→巢湖
这样一个水流走向，那么水质应该是农田劣于水沟、水沟
劣于河流、河流劣于湖泊。但我们于 11 月 28 日在杭埠河
入巢湖附近几个点的测量，发现实际测量与预设不同，呈
现了“湖的水质差于河，河的水质差于水沟”的结果。

这次水质检测结果，对课题组后续的面源污染研究的
方向性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改变了关于种植业对
水环境污染的业已形成的假设定势，不是一般地、笼统地
研究种植业对水体产生污染，而是尝试更精准地发现种植
业对环境的影响，探索到底哪些生产群体、使用何种类型
的肥料更有可能产生面源污染？水稻生产的什么环节、哪
个阶段更有可能产生面源污染？其次，意识到正在改变中
的城乡生活方式，可能对巢湖水体污染产生重要影响，即
因城乡居民的人粪尿逐渐弃用，而且未能有效地进行处置
而进入水体。

于是笔者形成一个大胆的假设：合肥市的生活污染可
能是巢湖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由此开始了环巢湖的水质
检测。检测发现，从巢湖水体看，“巢”的左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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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氮、磷指标高于其他地方，最高的是南淝河入巢
湖处。“巢”的左上边是合肥市区河流排入巢湖处，包括
十五里河、南淝河等。南淝河全长 70 多公里，流域总面
积 1600 多平方公里，流经合肥市区，年排入巢湖的水量
大，污染也非常严重。就本次检测看，南淝河大桥（环巢
湖道路跨南淝河的巢湖入口附近）以北 500 米之南淝河
水，氨氮高达 24.56 mg/L（国家标准Ⅴ类水上限 2 mg/L
的 12 倍多），总磷高达 16.55mg/L（国家标准Ⅴ类水上限
0.4 mg/L 的 41 倍多）。南淝河大桥以西 3 公里之巢湖水，
氨氮高达 21.5 mg/L（国家标准Ⅴ类水上限 2 mg/L 的 11
倍），总磷高达 28.89 mg/L（国家标准Ⅴ类水 < 湖、库 >
上限 0.2 mg/L 的 144 倍多）。（图 1）

图 1 环巢湖水样检测

“面源污染”课题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索村民环境行
为与面源污染的关系，本无意、也无力对面源污染的各种
来源进行详细的检测。但因为目前相关的数据无法达到研
判实际的污染状况，因而进行了探索性的检测。我们通过
环巢湖水质检测，再研读已经发表的科技文献，进行分
析、比较，对巢湖污染来源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从
而对后续农村面源污染研究的方向、目标及精细化的操作
努力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

2. 帮助研究者发现现实问题

2013 年 11 月，课题组在环巢湖地区就养殖业与面源
污染的关系问题进行调查。30 日下午，了解了 W 养殖公
司猪场的基本情况后，我们来到猪场旁边的水塘。凭感
觉，这水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水塘里的水比较清，走
在水边也未闻到异味⋯⋯最后我们还是按照事先计划取了
水样带回检测，检测的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测到氨
氮为43.375 mg/L，是国家标准Ⅴ类水上限的20多倍。由
此，我们对 W 养殖公司对外围环境的影响有了一个初步
的但相对明确的判断。

类似的情况还有南京的外秦淮河。外秦淮河连通长
江，随长江水位而涨落。治理前，夏季随长江水涨混浊不
堪，冬春水位下降河滩一片污泥。治理后，河岸一侧是明
城墙，另一侧是现代化的住宅群。因秦淮河治理开发成
功，联合国人居署还授予南京市人民政府 2008 年度“联
合国人居奖特别荣誉奖”。然而，我们在外秦淮河清凉门
大桥一带采集水样时，水看起来没有异常、闻起来也没有
异味，但检测发现，氨氮的指标很高。在 2013 年 12 月 3
日 21 点清凉门大桥下秦淮河水样氨氮高达 20.058 mg/L，
是Ⅴ类水上限（2.0 mg/L）的 10 倍多。课题组随后选择
隔月定日（分别是 2014 年 1 月 10 日、3 月 10 日、5 月
12 日）、每天各 3 个时点（分别是 6 时、14 时和 22 时）
采样测量。结果发现，氨氮的平均值为15.01 mg/L，为国
家Ⅴ类水上限的 7.5 倍。通过近半年、9 个时点的水样检
测分析，不仅使我们了解了秦淮河水质的基本态势，也为
我们对秦淮河上游及沿秦淮河一带污染治理状态有了一个
基本的判别。

3. 结合其他研究方法使认识更全面、透彻

2012 年课题组在巢湖流域的坝镇就养殖业的情况进
行调查。坝镇的养殖业相对集中、比较发达，包括散户、
中等规模的养殖户和大规模的养殖公司。我们形成了一个
初步假设：（1）散户的粪肥，农户基本上会用作肥料，不
构成污染问题；（2）中等规模养殖户的污染比较严重，主
要是养殖户没有足够多的农田使用，又没有规范的处理设
施；（3）大规模的养殖公司有国家补贴，有相应的粪污处
置设施，因此污染问题不严重。

2013年我们进行了跟踪和补充调查，随车带着水质检
测设备，想做一些基本的检测以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基本
的方法仍然是社会学的实地观察、半结构访谈，增加水质
检测仪的测量，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技术测量手段相结合。

首先是观察。事先我们约了 X 养殖公司的经理，到
达公司后他没有时间见我们。于是，我们观察养殖场及周
边的基本格局。发现养殖场一侧有一个水塘，上面覆盖着
被霜打蔫的水草，因为草的覆盖而看不清水况。但水塘旁
边有一条小沟，沿着水沟流出的污水呈浅黄色、气味刺
鼻——显然是通过水塘从养殖场向外排放猪粪尿的污水。
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基本判断，这养殖场是向外环境排污
的。同时，我们在距离养殖场10米、300米、500米处采
集了水样，晚上对水样进行了检测。

其次，我们访谈了当地的农民。数百米开外，有一位老
人在种油菜。从油菜种植、肥料使用等方面谈起，老人也说
到养殖场外排的情况。好处是，因为养殖场经常有猪粪尿水
外排，所以庄稼生长过程中基本不需要施肥。但也有问题：
外排的“肥水”太多，庄稼会承受不起。比如，上一年夏
季，突降大雨，水量大，所盛猪粪尿水的水塘无法容纳，结
果肥水一下子流入附近的水稻田，部分水稻被烧死，造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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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减产。养殖场主最后不得不赔偿受影响农户的粮食损失。
通过农民闲谈到的“赔偿事件”，得知这家大规模的养殖公
司实际上一直是向外排污的。水稻被“烧”死，就说明这个
肥不是一般的浓度了。

水样检测的结果显示，氨氮是Ⅴ类水上限的10倍左右，
总磷是Ⅴ类水上限的5~14倍，见图2。

图 2 X养殖场附近水样检测

结合实地观察、访谈与水质检查，我们大致了解该养
殖公司向外排污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再去找养殖场的经理
交流，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情况。养猪场是有沼气处理设施
的，但实际处理能力大概只能处置总排泄量的 1/5 左右。
主要原因是处理设施是靠政府补贴的，除了中央政府的补
贴，地方政府配套的部分没有到位，养殖公司不愿意自
建。对外和名义上，确实有沼气处理，实际情况是沼气处
理能力没有跟上，相当部分的排泄物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这样通过系统的调查，我们清楚了养殖场排泄物的处
置情况及实际的污染排放情况，澄清和修正了原来以为大
型养殖场因为有了政府补助和相应的处置设施而得出较少
污染的假设。政府现行的农业政策中，有明显的“压小扶
强”的倾向，除了考虑经济比较优势、管理方便，环境也
常常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规模养殖确有其优势，但大型养
殖场是否产生环境问题，实际的情况较为复杂。

新技术手段与社会科学研究

上述表明，无论是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历程看，还是
从当代社会科学演变的基本特点看，抑或是从“高科技”
走向“寻常百姓”的一般趋势看，当条件允许时，在环境
社会学研究中采用新技术手段应是一种常态化的选择。

1. 采用新技术手段合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

从社会学学科发展史情况来看，不断借用其他学科和
新技术手段，是社会学成长的重要支撑点，也是社会学学

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明白，社

会学学科是在不断向其他学科“借力”的过程中成长和发
展起来的。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最初把自己创设的新的社会
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是要像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一样
去研究社会。他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社会学，把自然
科学已经成功使用的观察、实验和比较的方法借鉴过来。[4]

另一位早期的社会学奠基人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研究方法
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
待”[5]。正如早期开拓者所倡导的那样，后继者从其他学
科学习和借用了许多的概念工具、技术手段去帮助我们研
究社会。比如，向生物学借用了许多的概念工具去帮助我
们理解社会这个庞杂无比的研究对象；借用数学工具，如
统计学等，分门别类地廓清社会的细微之处；晚近计算机
诞生以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开发，使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
分析更加精确和便捷。

不过，计算机软件也罢、问卷调查也罢，无非收集和
处理资料的工具而已。水质检测仪在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使
用也是同样道理，它仅仅是一个认识局部事实的工具，所
以它不能替代社会事实的发现，更不能替代社会学自身的
基本概念和方法。这一点研究者应当清醒。

2. 采用新技术手段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精细化发展的

特点

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向精细化方面发
展。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的原命题，远则被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以及孔子、老子等先哲们所提出，近则为马克思、
韦伯、涂尔干、福柯等人所阐发，后学的绝大部分时间精
力是在先贤确定的基本命题上进行甄别、证实 / 证伪及细
化研究。

30 年前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研究的许多话题，
与今天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贫困问题的研究。
上世纪 80 年代有勇气提出中国存在贫困问题，并且指明
了基本类别、区域，在当时是有重要价值的；发展至今，
则是远远不够的，当下我们面临着如何精准地、有针对性
地和有效地进行扶贫政策的实施等问题。环境社会学或环
境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面临着相似的要求。10 年前、20
年前，如果我们能够大致地把环境问题说清楚，就可以
了。如果告诉读者“水脏得连拖把也无法洗的话”，读者
大致也能够明白作者所表达的意思了。但水环境通过 10
年、20 年的治理以后，“大红大黑”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
普通人看不到水脏、水臭，并不表明水质没有问题，如我
们看到的外秦淮河，从表面上判断水质还可以，但实测的
结果发现水的氨氮指标很高。10 多年前有关环境污染新
闻题材的报道，对当时发现环境污染问题、揭露企业排污
与地方政府不尽责方面起了揭发与监督的作用，但今天再
细读这些作品，发现相当一部分报道在环境污染的技术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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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或问题。因此，环境社会学或环境
社会科学应与时俱进，了解更多更详细的科学事实，才有
可能对环境的“社会事实”、社会政策作更恰当、精准的
分析。

3. “高科技”使用的常规化是科技发展的基本趋势

从科技发展的趋势看，“高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转变为常规工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趋势。

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很多。比如，笔者幼时，看见“赤
脚医生”拿出明晃晃的体温计在空中甩几下，吓得直哆
嗦⋯⋯彼时量体温是稀罕事，体温计则是“高技术”。而
今几乎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都有体温计，量体温以做出是否
去医院、是否用感冒药或抗生素等的基本判断。体温计已
从“高科技”转变为了简单工具，帮助人们做出采取何种
治疗方案的决策。类似从“高科技”走向寻常百姓家的设
备不胜枚举，像今天普遍使用的电脑、手机等。

同时，一些技术设备本身也在大众化、“傻瓜化”，以
方便非专业人士操作。计算机的大众化就是微软公司开创
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所见即所得决定的。我们使用的水
质检测仪也有这个特点。由于对水质判别精细化要求的普
遍化和大众化，比如一些小微企业、一些不是很专业的人
士也需要检测水质的基本指标，其操作“傻瓜化”和大众
化，适应和满足了非专业、大众检测的需求；水质检测设
备使用量的大量增加，也使其生产成本下降、进入非专业
领域成为可能。

有意思的是，水质测量仪的使用产生了一个非预期的学
科发展效果——研究生的锻炼和成长。首先，随着环境社
会学研究中科学技术知识和测量方法的学习，研究生打通
了传统的简单的文理分科的刻板观念，开阔了眼界。其次，
通过一些简单的技术测量仪器的使用，增进了对研究主题
的认识，养成了尽量用客观事实说话的科学态度。此外，
学会了使用多种手段理解社会、解决问题的思路。

4. 技术手段使用的条件与问题

在我们从事“面源污染”课题研究时，水质测量技术
提供基本的科学事实，从而有助于判定社会事实，拓展对
主题的认知。但技术手段在介入和拓展社会学研究时，也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首先，测量数据是否“科学”、是否适宜？西方意义
上的“科学”是指是否可被证实或证伪，而非指“正确”
或“绝对真理”。如果我们的测量方案可以重复，测量结
果可被检验，测量按照规定程序进行，那么测量本身无可
厚非。现实中，我们可能更关心这样的检测是否适宜的问
题。而是否适宜很大程度上与研究目标有关。在我们以定
性为主的探索性研究中，这样的测量一般是适宜的。因为
我们的目标，既不是以此为司法证据，也不是以此为规划
或政策设计的依据（这些方面的数据可以由专业的机构完
成），而是探索和认知一些未知的方向性的问题。

其次，研究者如何客观地使用技术手段？研究者要有
客观的心态，怀着敬畏的心态去获取客观的数据资料。任
何技术手段的使用都是有条件的。技术不是万能的，其使
用也有局限性。社会科学界当前在使用问卷方面存在的问
题就表现得相当突出。由于问卷调查可以获得量化的可以
进行统计分析，甚至可以进行高级统计分析的数据，感觉
很“科学”，使用者趋之若鹜。其实，问卷调查从选题、
概念操作化、问卷设计、试调查、样本选取、调查、数据
登录、数据分析等多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数据就很难保持客观。而我们现在往往以课题经费多
少、问卷的复杂程度、抽样规模大小、使用统计工具的高
级程度去判定问卷调查支撑的成果，对问卷调查全过程的
客观性、适宜性却很少进行复查或判定。研究形式上的科
学，并不表明其研究必然客观、科学。所以，研究者保有
客观、严谨的态度，按照规定程序操作，是获得客观数据
的必要条件。

再次，研究者如何客观地解读技术测量的结果？技术
测量强调的是客观准确；技术测量结果同样面临如何客
观、全面、综合地去理解的问题。比如，测得某水体的较
高的 COD 值，应该如何去理解呢？如果是饮用水源，有
国家标准可进行比对。如果是农业生产或渔业生产用水，
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判别，并不能简单地定性为“污
染”。综合地、系统地理解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长项，把
测量结果置于社会系统中分析，更有助于理解技术测量的
结果意义。

注释：

①蒋培、耿言虎、罗亚娟、冯燕、朱启彬等同学参加了
“面源污染”课题的有关调查，承担了文中所涉及水样的
采集及水质检测工作；文中的两幅示意图由张琬翌同学绘
制，特此致谢。
②该款水质检测仪是第八代 5B-6C 型（V8.0）四参数水
质分析仪，详见http://detail.1688.com/offer/40200682655.
html?spm=a2615.7691456.0.0.tSyQ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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